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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讨在疫情下社会支持、自我效能和个体抗逆力对卫校学生积极应对行为的影响机制，本研究采用新

冠疫情社会支持量表、积极应对行为量表、新冠疫情自我效能量表和个体抗逆力量表，对江西某卫生学

校1050名学生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社会支持和卫校学生在疫情下的积极应对行为呈显著的正相关。

在控制性别、年龄、学历后，社会支持、自我效能和个体抗逆力均对积极应对行为具有显著的直接正向

预测作用(t = 7.53, p < 0.001; t = −6.13, p < 0.001; t = 16.12, p < 0.001)，自我效能、个体抗逆力在社会

支持和积极应对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在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期间，要警惕自我效能的负向影响，

需进一步发挥抗逆力的正向影响，并考虑与抗逆成长的核心胜任特征成长评估和培训工作结合起来，从

而改善青少年学生群体在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应急反应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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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social support, self-efficacy and individual resi-
lience on health school students’ positive coping behaviors under epidemic situation, we use the 
COVID-19 social support scale, positive behavior questionnaire, coronavirus self-efficacy scale and 
resilience scale to investigate 1050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a health school in Jiangxi province. 
We found tha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health 
school student’s positive response to the epidemic. After controlling for gender, age and educa-
tional background, social support, self-efficacy and individual resilience all have significant direct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s on positive coping behaviors (t = 7.53, p < 0.001; t = −6.13, p < 0.001; t = 
16.12, p < 0.001). Self-efficacy and individual resilience play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so-
cial support and positive coping behaviors. During the normal period of COVID-19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e should be alert to the negative impact of self-efficacy and further exert the positive 
impact of resilience. What’s more, considering combining it with the core competency characteris-
tics growth assessment for resilience to growth is also important to improve the emergency re-
sponse mode of young people in maj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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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务院在 2020 年 6 月发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的白皮书中指出，抗击疫情的艰辛历程

分为五个阶段，目前正处于第五阶段，即全国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后

期，我们迫切需要关注现阶段青少年在新冠疫情中的心理适应特征和行为反应特点，以此为基础来发现

青少年在疫情后期心理行为反应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有效建议。因此，我们开展了对国内某地区群体

在此次疫情中的风险认知特征及行为反应规律的现状调查，而青少年面对新冠疫情的行为规律及其作用

机制是我们特别关注的对象。从微观个体角度来看，当个体和外界环境产生相互作用，且这种相互作用

超出自身的资源范围，并产生负担时，个体倾向于做出一定的应对行为(Folkman et al., 1986)。应对行为

是指个体做出的认知、行为的努力过程，这一过程可以减轻个体在遭遇挫折和压力时所带来的消极情绪

以及影响(黄希庭，余华，郑勇等，2000)，它是心理健康研究领域最关注的概念之一。基于应对行为的选

择与身心发展的显著关系，吴素梅和郑日昌提出，应对行为主要包括积极的应对行为和消极的应对行为

(吴素梅，郑日昌，2002)。积极的应对行为即解决问题和求助，它有利于维护人身心的健康发展；消极的

应对行为即自责、幻想、退避和合理化。此次新冠疫情给我国青少年的认知、行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也占用相当大的心理和公共认知资源，我们需要青少年在疫情下产生相应的积极应对行为来对抗新冠疫

情带来的压力和冲击，疫情下积极应对行为对个体的身心保健平衡以及疫情控制都有重要的意义，为此，

探究新冠疫情下积极应对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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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根据 Bandura 的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 SCT)，人的行为既受外部社会因素的影响，

又受内部个体因素的影响(Bandura, 1986)。Bandura 在社会认知理论中极为强调自我效能对个体行为的影

响，因此，本研究特别关注自我效能感在疫情中对个体积极应对行为的影响作用；而个体抗逆力作为面

对危机和风险事件时尤为强调的独特内部心理因素，得到了大量研究的关注。基于社会认知理论，本研

究旨在探讨社会支持(外部社会因素)与自我效能和个体抗逆力(内部个体因素)如何影响个体在疫情中的

积极应对行为。 
大量研究表明，社会支持是影响积极应对行为的重要外部社会因素。社会支持的概念主要涉及两个

方面：一是客观的、实际的或可见的支持，比如社会网络、团体关系、直接的物质援助等等；二是主观

的、情绪体验到的支持，多指在社会实践中个人受到尊敬、理解、支持的主观感觉和体验(肖水源，杨德

森，1987)。个体在应对压力和挫折时，社会支持作为一种必要的应对资源，能够帮助其积极乐观地面对。

社会支持的主效应模型(the Main-Effect Model)认为，对个体能产生积极作用的因素广泛地存在于各种类

型的社会支持中(刘晓，黄希庭，2010)。程素萍探讨了社会支持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并具体探究社

会支持对心理健康各个成分的作用，结果发现，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有显著影响(Cheng, Zhang, & Jia, 
2009)。社会支持能够有效地调节个体的行为方式，使其避免产生不良的行为方式，而产生较多的积极应

对行为，如主动寻求帮助，努力应对困境等(李强，1998)。综上，本研究提出假设 1：社会支持对个体积

极应对疫情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 
就社会支持对个体心理影响的机制而言，社会支持既可能直接对个体的内在心理发生影响，也可能

通过影响个体某些内在的心理因素进而影响到该心理品质(Uchino, Cacioppo, & Kiecolt-Glaser, 1996)。外

在社会因素对个体内在心理行为的影响，需经过自我概念的中介作用(刘凤娥，黄希庭，2001)，而自我效

能感(Self-efficacy)是建立在自我概念的基础上的(李娜，2011)。Bandura 提出，自我效能感是人们对自身

能否利用所拥有的技能去完成某项工作行为的自信程度(Bandura, 1982)，其所处的情境条件以及他人的积

极鼓励、劝说等能有效地提高自我效能感。有关大学生的研究发现，受到社会支持的程度越好，其自我

效能感越高(宋灵青，刘儒德，李玉环等，2010)，在对高职学生的学习倦怠研究中发现，提高高职学生的

学业自我效能感，增加其社会支持，可以预防和减轻学习倦怠(Wang, 2008)。高自我效能感的个体将产生

足够多的努力，使得个体更容易成功，反之则容易导致失败(Sitzmann & Yeo, 2013)。童星和缪建东指出，

自我效能感高的个体可能有更多的积极的体验(童星，缪建东，2019)。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高自我效

能感的人往往能产生更加积极的应对行为。由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2：个体的自我效能感在社会支持和

积极应对疫情行为中发挥中介作用。 
个体抗逆力(Resilience)是影响个体积极应对行为的重要内部心理因素，通常是指个体面对负性事件

时所表现出来的、能够成功应对的能力，此外，还能维持相对稳定的心理健康水平和生理功能(Catherine, 
McMahon, Gibson, Allen, & Douglas, 2007)。时勘等人在对贫困大学生群体中的调查发现，抗逆力能够增

强经历过负性生活事件的大学生的调整能力，对创伤后成长起到促进作用(Shi, Zhou, & Ma, 2015)。抗逆

力对于应对快节奏、高压力、不稳定的外部环境显得尤为重要。高抗逆力的个体通常采用幽默、创造性

探究、放松和积极思考等应对方式(Fredrickson & Michele, 2003)。也就是说，在抗逆力与应对行为的关系

上，高抗逆力的个体倾向于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李旭培，时雨，王桢等，2010)，它是外部因素和内部因

素发生互动作用产生的结果。外部因素主要是指个体处在外在环境中的资源或资本，它们有助于个体克

服逆境、积极应对压力危机，从而能形成良好的社会适应行为(田国秀，2007)。本研究提出假设 3：个体

的抗逆力在社会支持和积极应对疫情行为中发挥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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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研究已经证明，个体抗逆力、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国内学者对救

援人员的研究发现，抗逆力包括理性应对、乐观感、坚强人格、自我效能感和柔性适应五项因素(梁社红，

时勘，刘晔等，2013)。而曾静认为，抗逆力包括外部支持因素(I have)、内在优势因素(I am)和效能因素

(I can)三个部分，其中外部支持因素与社会支持一致，其主要来源是家庭、学校和同伴等，它们有助于个

体克服逆境、积极应对压力危机；而效能因素与本研究中的自我效能一致，主要包括解决问题的能力和

信心等(田国秀，2007)。何玲的研究证实，社会支持通过自我效能感对抗逆力产生影响(何玲，2015)。基

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假设 4：社会支持可以通过自我效能到个体抗逆力的链式中介显著正向影响人们

的积极应对疫情行为。 
综上所述，本研究预测社会支持、自我效能和个体抗逆力在对青少年应对疫情积极行为具有积极影

响。本研究旨在探讨新冠疫情背景下青少年受到的社会支持作为社会因素对积极应对行为的影响，并探

究自我效能和个体抗逆力作为个体因素在机制中可能的单独中介效应和链式中介效应，为提升青少年在

疫情中的积极应对行为提供支持。 

3. 研究对象与方法 

3.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采集对象为江西省内某卫生学校的师生。去除测谎题以及答题过快、

有明显选择倾向的题目后，最终采集到 1050 份有效数据。其中性别分布为：女性被试 953 人(90.8%)，
男性被试 97 人(9.2%)。年龄分布为：20 岁以下被试 951 人(90.7%)，20~29 岁被试 84 人(8.0%)，30 岁以

上被试 16 人(1.5%)；受教育程度分布为：中学 20 人(1.9%)，职业学校 994 人(94.8%)，大学本科及以上

36 人(3.4%)。 

3.2. 研究方法 

3.2.1. 新冠疫情社会支持量表 
该量表改编自 Caplan 等人在 1980 年修订的社会支持量表(Caplan et al., 1980)，我们针对新冠疫情可

能受到的社会支持来源进行修订并保留了 6 个条目，采用 4 级评分制。从 1 完全没有到 4 很多。分数越

高，表明在新冠疫情期间接受的社会支持越强。在本研究中，整个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1。 

3.2.2. 积极应对行为调查问卷 
该部分的调查使用的积极应对行为条目参考了 Moos 在 1993 年开发的应对行为量表(Moos, 1993)。

此次根据新冠肺炎疫情的情况，对于该量表进行应对新冠肺炎内容的调整，比如“带口罩、及时洗手等

等”，修订后最终保留了 9 个条目，采用 5 级评分制，从 1 非常不同意到 5 非常同意，分数越高，表明

个体积极应对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整个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79。 

3.2.3. 新冠疫情自我效能量表 
该量表改编自 Jerusalem 和 Schwarzer 在 1992 年修订的自我效能量表(Jerusalem & Schwarzer, 1992)，

我们修订并保留了 4 个条目，采用 4 级评分制。从 1 完全不符合到 4 完全符合。分数越高，表明在新冠

疫情期间自我效能感越强。在本研究中，整个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0。 

3.2.4. 个体抗逆力量表 
该量表改编自 Siu 等人 2009 年开发的个体抗逆力量表(Siu et al., 2009)，采用了 6 个条目，5 级评分

制。从 1 非常不同意到 5 非常同意。分数越高，表明抗逆力水平越高，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指标。

在本研究中，整个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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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统计分析流程 

采用 SPSS 24.0 和 AMOS 22.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首先，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对共同方法偏差

进行了检验。然后，对各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相关分析，在相关分析基础之上，采用 PROCESS 分析自

我效能和个体抗逆力中介作用。 

4. 结果 

4.1. 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 

我们采用熊红星等人推荐的“控制未测单一方法潜因子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熊红星等，

2012)。首先，建构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 M1；其次，构建包含方法因子的模型 M2；最后，比较模型 M1
和模型 M2 的主要拟合指数，得到：△GFI = 0.030，△IFI = 0.019，△NFI = 0.019，△CFI = 0.019，△TLI 
= 0.017，△RMSEA = 0.008。各项拟合指数的变化均远小于 0. 05，表明加入共同方法因子后，模型并未

得到明显改善。综上所述，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4.2.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各变量之间的描述性统计以及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表如表 1 所示。结果表明，除了自我效能与积极

应对行为之间不相关外，社会支持、积极应对行为、自我效能和个体抗逆力之间两两均显著正相关。 
 
Table 1.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between variables 
表 1. 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结果 

变量 M SD 1 2 3 4 

1) 社会支持 2.71 0.72 1    

2) 积极应对行为 4.24 0.73 0.35** 1   

3) 自我效能 2.62 0.75 0.24** 0.03 1  

4) 个体抗逆力 3.43 1.02 0.39** 0.50** 0.31** 1 

注：N = 1050；*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01。 

4.3. 自我效能与个体抗逆力的链式多重中介作用检验 

我们采用 Hayes 在 2012 年编制的 Model 6 为含两个中介变量的链式多重中介模型，在控制了性别、

年龄和学历之后，对自我效能和个体抗逆力在社会支持和积极应对行为之间关系中的链式多重中介效应

进行检验。如表 2 所示，社会支持对自我效能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 = 0.25, t = 7.93, p < 0.001)，社会支

持和自我效能对个体抗逆力的正向预测作用均显著(β = 0.46, t = 11.57, p < 0.001; β = 0.32, t = 8.35, p < 
0.001)，假设 1 得到验证。最后，社会支持、自我效能和个体抗逆力对积极应对行为的正向预测作用亦均

显著(β = 0. 23, t = 7.53, p < 0.001; β = −0. 17, t = −6.13, p < 0.001; β = 0.36, t = 16.12, p < 0.001)。当放入链式

多重中介变量自我效能和个体抗逆力后，社会支持对积极应对行为的直接预测作用依然显著(β = 0. 23, t = 
7.53, p < 0.001)，说明自我效能和个体抗逆力在社会支持和积极应对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同理，自

我效能在社会支持到个体抗逆力之间起中介作用，个体抗逆力在自我效能到积极应对行为之间起中介作

用。因此，我们的研究假设 2、3、4 得到了证实：结果表明，自我效能、个体抗逆力在社会支持和积极

应对行为之间起链式多重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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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A chained multimediator analysis of social support and positive coping behavior 
表 2. 社会支持和积极应对行为之间的链式多重中介分析 

变量 
自我效能 个体抗逆力 积极应对行为 

β SE t β SE t β SE t 

常量 1.73 0.31 5.54*** 0.72 0.40 1.81 2.47 0.28 8.71*** 

性别 −0.07 0.08 −0.87 0.32 0.10 3.28** 0.00 0.07 0.05 

年龄 0.01 0.06 0.15 −0.06 0.08 −0.73 0.02 0.06 0.44 

学历 0.09 0.10 0.94 0.11 0.12 0.88 −0.04 0.09 −0.51 

社会支持 0.25 0.03 7.93*** 0.46 0.04 11.57*** 0.23 0.03 7.53*** 

自我效能    0.32 0.04 8.35*** −0.17 0.03 −6.13*** 

个体抗逆力       0.36 0.02 16.12*** 

R2 0.06 0.21 0.30 

F 16.49*** 55.57*** 75.80*** 

注：N = 1050；*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01。 
 

如表 3 所示，社会支持对积极应对行为影响的直接效应，以及自我效能、个体抗逆力为中介的三条 
 
Table 3. The chained multiple mediating effects of self-efficacy and individual resilience on social support and positive 
coping behavior were tested 
表 3. 自我效能和个体抗逆力在社会支持和积极应对行为之间的链式多重中介效应检验 

 Effect ΒootSE ΒootLLCI ΒootULCI 效应量(%) 

总效应 0.380 0.034 0.314 0.446 100.00% 

直接效应 0.230 0.034 0.164 0.297 60.53% 

路径 1 −0.043 0.010 −0.065 −0.025 −11.32% 

路径 2 0.166 0.019 0.130 0.202 43.68% 

路径 3 0.029 0.010 0.017 0.043 7.63% 

总中介效应 0.151 0.021 0.110 0.191 39.74% 

注：路径 1：社会支持→自我效能→积极应对行为；路径 2：社会支持→个体抗逆力→积极应对行为；路径 3：社会支持→自我效能→个体

抗逆力→积极应对行为。 
 

 
Figure 1. Chained multiple mediation model and standardized path coefficient 
图 1. 链式多重中介模型及标准化路径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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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路径的效应值表明，社会支持不仅能够直接影响积极应对行为，而且能够通过自我效能和个体抗逆

力组成的三条中介路径显著间接影响积极应对行为，其中自我效能所在的路径 1 为负向效应。该直接效

应(0.230)、路径 1 (−0.043)、路径 2 (0.166)、路径 3 (0.029)和总中介效应(0.151)分别占总效应(0.380)的
60.53%、−11.32%、43.68%、7.63%和 39.74%。各路径标准化系数详见图 1。 

5. 讨论 

5.1. 疫情下社会支持和积极应对行为的相互关系 

本研究通过相关分析显示，社会支持与积极应对行为存在显著正相关，进一步的路径分析显示，在

新冠肺炎疫情中，社会支持可以显著地正向预测积极应对行为，这验证了本研究的假设 1。同时，这一

研究结果也契合了社会支持的主效应模型，即社会支持对个体身心健康具有增益作用(刘晓，黄希庭，

2010)，能够有效地调节个体的行为方式，使其避免不良行为方式的产生，可以产生较多的积极应对行为，

如主动寻求帮助，努力应对困境等，证明社会支持是新冠疫情中青少年积极应对行为的重要促进因素。

本研究基于风险认知的角度来解释社会支持的主效应模型，在面对突然爆发的新冠疫情的时候，人们将

面临巨大的压力。焦松明等人在 2020 年的新冠疫情风险认知调查中(焦松明，时勘，周海明等，2020)，
也发现新冠疫情作为一个可能威胁生命的疾病，具有较大的不熟悉感和无法控制感，而社会支持不仅仅

是一种单向的关怀或帮助，而且是一种社会交换和社会互动。可见，在疫情中青少年通过自己所拥有的

社会支持网络不断获得各方面的支持，在人际沟通中不断互相交换所获得的新冠疫情信息，可以增加个

体对自己生活环境的熟悉感、可预测感和稳定可控感，进而激发青少年群体产生更多的积极应对行为，

从而在疫情中抗逆回弹。 

5.2. 自我效能和抗逆力对应对行为的链式多重中介作用 

本研究构建了从社会支持出发，通过提升青少年的自我效能、进而提升抗逆力最后产生积极应对行

为的结构模型。研究结果发现，在社会支持对积极应对行为的影响机制中，由自我效能和个体抗逆力构

成的路径 1、路径 2、路径 3 和总中介效应的效应值分别为−0.032、0.125、0.022 和 0.115，三条中介路径

效果均显著。这验证了 Bandura 的社会认知理论的观点，社会因素与个体因素产生交互进而影响青少年

的行为(Bandura, 1986)，从社会认知理论的角度验证了社会支持的主效应模型。在本研究中，自我效能在

社会支持和青少年积极应对疫情行为中起显著的中介作用，这验证了研究假设 2。在自我效能中介效应

的后半路径中，自我效能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积极应对行为，这与我们在假设的正向预测相反，这一现

象孙天义等人认为是由于在获取社会支持的过程中，人们认知上存在患病概率的分散效应，而提高的自

我效能带来个体的过度自信导致的积极应对行为的减少(孙天义，乔静瑶，2020)。抗逆力在本研究中的中

介作用效应量比例高达 43.68%，突出抗逆力在疫情中的积极作用，同时验证了研究假设 3。因此，我们

需要高度重视“自我效能”与“抗逆力”在社会支持对个体积极应对疫情行为中的作用。一方面，高度

重视“自我效能”在社会支持和青少年抗击新冠疫情的积极应对行为中的中介作用，社会支持会提高青

少年的自我效能，但是本次研究中发现自我效能负向预测疫情中青少年的积极应对行为，这可能是由于

青少年在常态化背景下应对疫情时表现出松懈、麻痹大意、过度自信的原因之一，伴随着青少年的消极

应对疫情行为的增加，比如出现外出不佩戴口罩等行为，这是可能导致疫情防控不佳的风险行为，可能

使得部分地区出现疫情反弹的情况，这一现象应在青少年疫情教育中予以关注。另一方面，突出“抗逆

力”在社会支持和青少年抗击新冠疫情的积极应对行为中的中介作用，抗逆力的效用是非常显著的。社

会支持会提高个体抗逆力，从而积极预测青少年的积极应对疫情行为。最后，从路径 3 中研究发现社会

https://doi.org/10.12677/ap.2021.113084


时勘 等 
 

 

DOI: 10.12677/ap.2021.113084 744 心理学进展 
 

支持亦可以通过提高个体的自我效能，而自我效能的提高伴随着抗逆力的提升，进而促使青少年产生更

多的积极应对疫情行为，验证了研究假设 4。 

5.3. 社会支持对青少年应对行为带来的“双刃剑”效应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时，我们在社会认知理论、社会支持的主效应模型理论的基础上，构

建了外部社会因素(社会支持)通过内部个体因素(自我效能感和个体抗逆力)影响青少年积极应对行为的

理论模型。研究结果表明：社会支持对青少年积极应对行为会带来“双刃剑”效应。社会支持既可以增

加个体的积极应对行为(通过增强个体抗逆力进而增加青少年在疫情中的积极应对行为，进一步增强个体

抗逆力，促进青少年在疫情中的有效的应对行为)，也可能导致青少年在疫情中产生麻痹思想，放松对于

新冠肺炎疫情的防范措施。目前，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情况下，特别是面对的复工、复产、复市

以及复学背景下，新冠肺炎疫情可能是近期内挥之不去的常态化事件，目前，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的数据，全球已有超过 4050 万例确诊新冠病毒。截止 10 月，新冠病毒大流行已令全球累计 110 万例死

亡；据 ABC 报道，美国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确诊病例超过 820 万，死亡人数至少为 22 万，目前，

新冠肺炎疫苗的研制尚未取得真正的突破。我们国家由于全国一盘棋，使得新冠肺炎疫情得到了有效的

控制，但是，最近，北京新发市场和青岛地区的反弹就是一个沉痛的教训。更为关键的是，在面对新冠

肺炎疫情中，中国不能独善其身，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存在新冠肺炎疫情时，我们都不可能高枕无忧。

在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期间，要警惕社会支持的“双刃剑”效应，青少年教育一刻也不能放松。对此，

政府、学校还应加大新冠疫情风险的宣传，让青少年对新冠疫情重新加大警觉，自觉维持积极的防疫、

控疫的心理行为。 

5.4. 抗逆成长：青少年核心胜任特征培养的凸显因素 

在青少年核心胜任特征的培养教育中，特别要关注个体抗逆力的作用。在本次研究中，核心胜任特

征抗逆成长的组成因素包括自信心、乐观、社会支持和主控四大因素。抗逆力指表现出来的一种维持稳

定的心理健康水平，且成功应对逆境的胜任特征，也是民众面对生活压力和挫折的“回弹能力”。低抗

逆力水平的个体面对负性生活事件时缺少一些积极因素，体验到的成长较少。就学校环境而言，关注并

发展学生的核心胜任特征，培养学生在风险性和不确定性信息下的独立推理和问题解决能力，为个体进

入社会前做好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的准备显得尤为重要。如果青少年在

抗逆力方面得到提高，其面对逆境时就能够保持理智客观的积极情绪，不会一直沉浸于不良环境或者有

压力的情形中，做出理性的分析判断，并合理、正向地解决问题。综上，我们应高度重视抗逆力在青少

年核心胜任特征培养的积极作用。今后，我们也应考虑如何将青少年预防疫情和抗逆成长的核心胜任特

征成长评估工作结合起来，争取把预防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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